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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认知及其影响：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参与意愿实证研究＊

温莹莹

【摘　　要】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制度认知会通过影响个体行动显著影响一项制度的
实施效果。制度的认知框架将帮助个体理解现实，并有助于其开展饱含意义的行动。借鉴
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制度合法性理论，本研究通过对福建农村地区４００份农户问卷的定量分
析，论证了制度认知对人们参与公共物品供给意愿的显著影响：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认
知所带来的合法性可以提升人们的参与意愿；而由于挤出效应，项目制度认知会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人们的参与意愿。由此，不同的制度认知导致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和项目制实施的
效果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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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村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合法性机制研究”（１６ＣＳＨ０４０）的阶段性成果。感谢编辑与审稿

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①　罗仁福、张林秀、黄季焜等：《村民自治、农村税费改革与农村公共投资》， 《经济学 （季刊）》２００６年第３期，第１２９５～

１３１０页。

②　李琴、熊启泉、孙良媛：《利益主体博弈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困境》，《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０５年第４期，第３４～３７页。

一、引言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事关农民生活、农业生产与农村发展，长期以来备受人们关注。提供良好的
村庄公共物品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障。但税费改革之后，村庄财政能力被极大削弱，严重
影响了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主要表现为村庄自筹公共投资项目数量锐减。①

在此背景下，国家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支持村级财政，并试图通过中央和省市政府自上而下的
转移支农项目资金和村庄内部 “一事一议”等制度，安排解决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中的资金不足问
题。一事一议制度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２０１１年之前，村级公共物品自愿性供给的主要方式是
“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制度，通过村民的筹资筹劳为村庄提供公共物品，上级政府不给予奖励或补
助。但研究发现，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制度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②无法有效解决农村税费改革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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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问题。为了缓解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制度出现的困境，２０１１年，“一事一议
财政奖补”制度正式向全国推广。这一制度在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基础上，增加了上级政府的 “财
政奖补”。
随着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的推广，农村项目化公共物品供给应运而生。近年来，项目制在国

家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财政、教育、社会治理、基础设施建设等各个领域中，项目化运作都
极为常见。① 项目制设定专项目标，配备专项资源推进自上而下的治理任务。② 本研究关注与村庄公
共物品供给有关且与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密切相关的项目制。从资金构成上看，一事一议财政奖
补制度中，国家出资、地方政府配套以及村庄内部自筹构成了主要的资金来源，且三方将根据项目
规模与具体要求承担不同的资金比例。
在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的实际运作中，政府财政对村级公共项目的奖补比例一般能达到５０％

及以上，但仍未做到全额补助，村民筹资筹劳仍然是村级公共物品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李秀义等
在福建的调查显示，在扣除财政奖补和村集体以及社会捐赠资金后，有些村庄村民筹资筹劳仍然占
到一事一议公益事业项目资金的３１．４８％。③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下，村级项目化公共物品供给虽
然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但国家项目资金不可能完全包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尤其是税费改革与项目
制共同导致的农村内部组织能力弱化问题，加剧着项目化公共物品供给的困境。④ 学者通过实证研究
发现，项目化运作下的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其单纯的资金补给不仅不能从根本上改善村级公共
物品供给，甚至还可能因弱化了村庄内在组织能力而导致新的公共物品供给困境。⑤

综上，即便在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安排下，大部分村庄还是得依靠村民自筹来启动村庄公共
物品供给；而项目制下，即便有再多包括财政补助在内的资源，仍然需要基层的组织能力来有效组
织村民参与公共物品供给。可以说，提高村民在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参与意愿，是解决当前中国
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前提之一。由此，本研究重点关注村民在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参与意愿
问题，试图具体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和项目制背景下影响人们参与公共物
品供给意愿的主要因素有哪些？第二，人们对村庄相关制度安排的认知是否会影响其参与公共物品
供给的意愿？

二、制度认知视角下的公共物品供给

关于哪些因素会影响人们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参与意愿，已有许多理论和实证研究。总结
起来，现有研究主要从行动者与制度两个层面探讨公共物品供给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从而形
成公共物品供给研究的行动者视角和制度视角理论。然而，行动者视角和制度视角的研究各自
独立存在，需要一种全新的视角将两者结合起来。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制度认知理论可以给予我
们一些启发。
在行动者层面，既有研究和理论认为，个体的理性特质、身份以及心理动机等都会影响人们参

与公共物品供给的意愿。首先，基于理性人假设，经济学常用囚徒博弈困境模型来解释与分析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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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参与行为。① 如有研究对农户参与农业基础设施供给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发现农户的参与意愿受其风险态度、投入成本等理性态度的影响。② 其次，一系列实验研究表明，公
共物品覆盖人群规模大小、个体投资于公共物品的边际收益、个体的异质性、社会角色、社会偏好、
初始禀赋、社会关系等，对公共物品自愿供给以及个体参与行为均有显著影响。③ 另有研究发现非
农、外出务工等个体身份特征会显著增加其公共物品供给参与。④ 最后，心理学研究主要关注行动者
参与合作动机的来源，发现亲社会者因集体观念、合作道德观等社会价值取向而更偏向于在公共物
品供给困境中采取参与合作策略，个体对他人合作行为的预期是影响其合作的重要中介变量之一。⑤

在制度层面，相关理论和已有研究表明，不论是自发产生的非正式制度还是人为设计的正式制
度，都会影响人们参与公共物品供给的意愿。首先，在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方面，中国农村主要存在
包括宗族、宗教以及地方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已有研究论证了这些非正式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都促进
着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不论是中国农村的宗族、宗教，还是村庄习俗、道德等非正式制度，都对人
们的公共物品供给参与具有积极影响。⑥ 其次，除了非正式制度，更多研究还关注中国农村的民主选
举制度、一事一议制度以及项目制等正式制度对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许多学者验证了中国农
村基层民主制度对公共物品供给的显著正向影响。⑦ 现有理论认为，项目化运作的一事一议财政奖补
制度完善了农村公益事业的投入机制；提升了村民和村干部参与村级公共物品供给的积极性，同时
提高了村级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⑧ 但是，只有少数实证研究分析了一事一议、项目制对村级公共物
品的具体影响，个别研究论证了财政奖补对一事一议公共物品供给具有显著正向作用。⑨ 例如：有研
究采用福建省调查数据，运用泊松回归模型研究发现，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促进了村级公共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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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供给；① 还有实证研究发现，一事一议制度的实行有助于村集体实施村民最需要的公共物品供给，
而且提高了村民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参与行为。② 此外，一项新近的研究运用贯序博弈和嵌套博弈理
论，分析了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对于村级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通过对辽宁省１２５个村的问卷调
查，分析了该制度对村级公共产品供给项目数的影响。其零堆积负二项回归结果显示：在最近３年
内，获得过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的村比未获得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的村平均多提供约１．３项村级公共
物品。③

综观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行动者视角与制度视角的研究，行动者视角强调了农民个体的某些
特征因素对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的重要影响，制度视角则主张村庄中的基层民主、宗族网络、习俗惯
例等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要素对公共物品供给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不过，已有的制度视角的公共
物品供给研究似乎预设了任何一项制度安排一定可以发挥约束组织与行动者的作用，但事实并非如
此，我们常常在现实中发现某些制度的实施收效甚微。因此，在制度视角下，我们可能面临的一个
问题是，制度一定会对公共物品供给产生影响吗？新制度主义学派认为，一项制度安排想要达到预
期的理想效果，真正对人们的行为产生规制影响，首先需要具备合法性。④ Ｗ．理查德·斯科特
（Ｗ．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ｃｏｔｔ）曾指出，组织或一套制度如果想要在它们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下来并兴旺发达，除
了需要物质资源和技术信息之外，还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可、接受与信任，⑤ 社会学家们应用 “合法
性”概念来指称这一方面。斯科特讨论了制度合法性来源的三大基础要素。他指出，不同的社会理
论家先后把规制性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ｖｅ）、规范性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和文化—认知性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系统分
别定为制度的关键要素。三大要素对应的合法性基础分别是法律制裁、道德支配和可理解、可认知
的文化支持。⑥ 关注规制性制度要素的理论强调遵守规则是制度的合法性机制；关注规范性制度要素
的理论强调制度的合法性机制蕴含在深层的道德基础中；关注文化—认知性制度要素的理论则强调
遵守共同的情境界定、参照框架、被认可的角色模板等获得合法性，即通过最深层次的认知一致性
与共享价值来寻求合法性。⑦ 由此，法律制裁、道德支配以及文化认知三大要素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
着一项制度的有效实施。
制度使行动成为可能，为行动提供信息，赋予行动合法性，并且制约知识和行动被建构的方

式。⑧ 基于新制度主义理论，国内外已有不少有关制度合法性机制的研究，但对作为制度合法性三要
素之一的认知合法性机制，还缺乏充分的实证研究。合法性的规制性要素强调要与已经确立的制度
规则相一致，认知性要素则强调行为选择被 （关于现实的）知识所限制和充实。⑨ 认知框架帮助行为
主体理解现实，并帮助行为主体展开对其有意义的行动。意义在行为主体的互动过程中产生，并且

９１

温莹莹：制度认知及其影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参与意愿实证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李秀义、刘伟平：《财政奖补后村庄公益事业建设合作困境的破解———基于福建３９个村庄的实证分析》，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９１～１００页。

罗仁福、王宇、张林秀等：《一事一议制度、农村公共投资决策及村民参与———来自全国代表性村级调查面板数据的证据》，《经
济经纬》２０１６年第２期，第３０～３５页。

周密、刘华、屈小博等：《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对村级公共投资项目的影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年第５期，第１５５～１６０页。

Ｐａｕｌ　Ｊ．ＤｉＭａｇｇｉｏ　ａｎｄ　Ｗａｌｔｅｒ　Ｗ．Ｐｏｗｅｌｌ，Ｔｈｅ　Ｉｒｏｎ　Ｃａｇｅ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ｓｏ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ｅｌｄ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４８ （２），１９８３，ｐｐ．１４７－１６０．
Ｗ．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ｃｏｔｔ　ａｎｄ　Ｓｏｒｅｎ　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ｅｄｓ．，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Ｏａｋｓ，ＣＡ：Ｓａｇｅ，１９９５．
［美］Ｗ．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姚伟、王黎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５８～
５９页。
［美］Ｗ．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姚伟、王黎芳译，第６９～７０页。
［美］Ｗ．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姚伟、王黎芳译，第５１页。
［美］Ｗ．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姚伟、王黎芳译，第５１页。



在对现实的阐释中被接受而得以延续。既有研究通过 “确定性”与 “日常互动”来理解认知因素，
制度化能够为个体带来确定性的信息与频繁稳定的日常互动经验，从而提高认知合法性。如施奈普、

圭伦等人的实证研究，通过对３９个国家１９８８—１９９８年的数据分析发现，股份交易制度化所带来的
认知合法性提高将增加恶意收购的发生率。一般而言，稳定而长久的日常互动经验有利于促进集体
行动。所有行动参与者之间形成一套共同的话语和理解，这种共同的话语和理解是通过制度化在一
个较长的时间内产生、固定并得到强化的。人们在长期互动中形成一套共享认知框架，并在框架中
互动和使用一套标准话语来交换信息。① 同样，在公共物品供给中，参与者之间的制度化的日常互动
经验有利于产生意义和相互协调。因此，对与公共物品供给相关的制度 （如民主制度、一事一议以
及项目制）的关注与认知，很有可能影响人们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参与意愿。

总体而言，以往的研究分别从个体行动者和制度安排两个层面研究了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因素，

但未同时结合行动者和制度两方面因素讨论个体对制度安排的认知是否会对公共物品供给产生影响。
新制度主义学派认为，制度认知会影响制度的实施效果。由此，我们提出本项研究的主要假设：人
们对村庄各项制度安排 （与公共物品供给密切相关的制度安排，包括村庄民主选举制度、一事一议
财政奖补制度和项目制度等）的认知，会显著影响其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参与意愿。

三、制度认知对公共物品参与意愿的影响

(一) 数据与描述性统计

１．数据介绍
本项研究的定量数据来源于笔者２０１６年７—８月期间在福建省莆田市、福州市开展的问卷调

查。② 我们采用多阶段随机概率抽样，从莆田市和福州市随机抽取４个乡镇，每个乡镇 （以所辖所有
村庄为抽样框）随机抽取１０个村庄，共４０个村庄。每个村庄采用随机概率抽样方法抽取１０户农户
进行入户调查。调查中总共发放了４００份问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３９２份，回收率为９８％。具体的
问卷填答一般由户主完成，当户主不在时，由其他成年的家庭成员填答。在入户问卷调查的同时进
行相关的访谈，补充必要的定性访谈资料。农户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政治面
貌、经济水平等个人信息，也包括 “所在村庄是否有实施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村庄是否有国家
资助的公共项目、是否是国家专项资金重点支持的新村建设模范村／薄弱村、是否愿意参与村庄公共
项目”等各项涉及个人认知与行为测量的指标。其中，我们用个人月消费与家庭月消费来预估被访
者的经济水平状况。

２．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本项研究主要考察一事一议财政奖补与项目制、民主选举等制度认知是否会显著影响人们在公

共物品供给中的参与意愿。因变量是人们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参与意愿水平。在问卷中，我们用李
克特量表来测量人们的参与意愿水平，具体定义为 “一般而言，您对我们村庄所开展的各项公共项
目的参与意愿 （包括捐资或者投入义务工）是？”回答则从 “非常不愿意、比较不愿意、一般、比较
愿意到非常愿意”五个等级水平，自低到高用１分到５分为五个等级赋值。从表１我们可以看到所
调查的样本中，人们对公共物品供给的参与意愿平均水平为３．３３分，处于中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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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是２０１６年８月份收集，相关变量的统计分析结果还未使用和公开发表过。更重要的是，关于一事一议、项目制等相关研究
不少，但未有实证研究从制度认知对人们公共参与的影响视角进行分析讨论，本项研究是首次运用最新相关定量数据对这一问
题开展实证研究。



我们的主要预测变量是人们对民主选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制等制度实施情况的认知。
问卷使用 “我们村庄是否有实行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我们村庄是否有国家专项资金支持的公共
项目”“我们村是否是国家专项资金重点支持的新村建设模范村”和 “我们村是否是国家专项资金重
点支持的新村建设薄弱村”四个指标，来测量人们对所在村庄是否实施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或项目制
等制度的认知。其中的模范村是指国家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在村庄基础设施等公共建设方面成绩突出、
被评为模范代表并获得荣誉称号的村庄；薄弱村是指村庄原有基础设施薄弱、经济水平较低而需要
国家专项资金重点扶持其公共建设的村庄。符合这两种情况的均被视为有项目制实施的村庄。考虑
到被调查的所有样本村庄都实施了民主选举制度，我们在问卷中用 “您是否参与了最近一次村庄民
主选举投票”来考察人们对村庄民主选举制度的关注与认知程度。表２报告了这几个变量的频数与
占比情况。从中可见，在所调查村民的认知中，４９．４％的村民认为自己所在村庄实施了一事一议制
度；５９％的村民认为所在村庄有国家专项资金支持的公共项目；１０．２％的村民认为自己所在村庄是
国家专项资金重点支持的新村建设模范村；２．４％的村民认为自己所在村庄是国家专项资金重点支持
的薄弱村。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几个指标均是被调查者对制度实施的认知情况，并不等同于村庄
的客观实际情况。同时，表２还显示过半的被调查者对村庄选举制度关注度较高，５５．２％的被调查
者参与了最近的一次村庄选举投票。

表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Ｍｉｎ　 Ｍａｘ　 Ｍｅａｎ　 Ｓｔｄ．Ｄｅｖ．

年龄 １８　 ８５　 ３８．５４　 １５．３２３

家庭月消费 （元） ３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４２１１．８６　 ４２０２．３２９

个人月消费 （元） ０　 １００００　 ９６８．６０２　 ８６７．８１６

公共项目参与意愿水平 （分） １　 ５　 ３．３３　 １．１０５

对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的满意度 （分） １　 ５　 ３．５９　 ０．９５４

对邻居的信任程度 （分） １　 ５　 １．８９　 ０．７６３

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 （分） １　 ５　 ３．０３　 ０．９３７

表２　主要变量的频数表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是 （％） 否 （％）

性别 （是＝女，否＝男） ５４．９　 ４５．１

是否党员 １０．５　 ８９．５

是否属于大姓 （所属姓氏占比超过１／３） ８１．４　 １８．６

村庄是否实施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 ４９．４　 ５０．６

村庄是否有国家专项资金支持的公共项目 ５９．０　 ４１．０

村庄是否是国家专项资金重点支持的模范村 １０．２　 ８９．８

村庄是否是国家专项资金重点支持的模范村 ２．４　 ９７．６

是否参与上次村庄民主选举投票 ５５．２　 ４４．８

除了因变量与主要预测变量，我们还加入了被访者的年龄、性别、是否党员、经济水平 （个人
消费与家庭月消费）、是否属于大姓、公共项目满意度、对邻居和村干部的信任程度等变量作为控制
变量。控制变量的选择依据主要来源于以往研究，如钱文荣等人的研究梳理了可能对农户参与村庄
公共物品供给意愿产生影响的四大因素：个体特征 （性别、年龄、社会身份和受教育水平）、家庭特
征因素 （经济水平与社会资本／所属大姓）、村级民主因素 （民主选举制度）以及基础设施现状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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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已有公共物品供给情况）。据此，本项研究的控制变量也大致分为个体特征 （性别、年龄、文化程
度与政治面貌）、家庭特征 （经济／消费水平与所属大姓）以及社会态度 （包括社会信任与公共物品
满意度）三项，具体参见表３。各项控制变量的主要情况见表１与表２。由各表数据可见，此次调查
对象的男女性别比例相当，差不多各占一半；平均年龄为３８．５岁，其中党员占比１０．５％；个人月消
费均值为９６８．６０２元，平均家庭月消费为４２１１．８６元；宗族是家庭特征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所属姓
氏属于村庄大姓的比例超过一半，高达８１．４％；人们对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的满意度以及对村干部的
信任均处于中等水平，分别为３．５９分与３．０３分，而对邻居的信任程度较低，均值只有１．８９分。

(二) 回归分析
本项研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和有序逻辑回归分析考察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制和民主制

等制度认知对村民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参与意愿的影响。回归分析结果如表３、表４所示。

表３　ＯＬＳ：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和项目制对参与意愿的影响

预测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回归系数 ｔ值 ｓｉｇ ． ＶＩＦ

主要预测变量：制度认知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ａ ０．４３９＊ ０．２１７　 １．９０２　 ０．０６１＊ １．２７６

国家项目ａ －０．１０７ －０．０５１ －０．４３８　 ０．６６３　 １．３５２

项目制的模范村ａ －０．６５２＊ －０．２０７ －１．８４３　 ０．０６９＊ １．２３７

项目制的薄弱村ａ －１．０５７ －０．１０７ －０．８６４　 ０．３９０　 １．５０４

参与上次村委会选举投票ｂ －０．２８５ －０．１３９ －１．２１３　 ０．２２９　 １．２９０

控制变量

个体特征

性别ｃ －０．２９３ －０．１４２ －１．１５０　 ０．２５４　 １．５０１

年龄 ０．００３　 ０．０５１　 ０．３４０　 ０．７３５　 ２．２４４

文化程度 ０．０６９　 ０．１０９　 ０．７１７　 ０．４７６　 ２．２７１

是否党员ｄ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４６　 ０．９６３　 １．５５４

家庭特征

是否属于大姓ｅ　 ０．５５３＊ ０．２１５　 １．８８６　 ０．０６３＊ １．２７３

个人月消费 ８．９８０Ｅ－００６　 ０．０７９　 ０．５０１　 ０．６１８　 ２．４０８

家庭月消费 ３．８４２Ｅ－００５　 ０．１４０　 ０．８９８　 ０．３７２　 ２．３８６

社会态度

对村庄公共物品满意度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６ －０．３９１　 ０．６９７　 １．３５９

对邻居的信任程度 ０．１２５　 ０．０９５　 ０．８５０　 ０．３９８　 １．２２６

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 －０．１４５ －０．１２８ －１．１０２　 ０．２７４　 １．３２７

常数项 ２．８９２＊＊＊ ３．２２１　 ０．００２＊＊＊

Ｒ　 ０．４５１

Ｒ－Ｓｑｕａｒｅ　 ０．２０３

Ｓｉｇ ． ０．０２８

Ｆ　 １．３２６

　　注：＃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ａ是＝１，否＝０；ｂ未参与投票为参考变量；ｃ女性为参考变量；ｄ非党员为参

考变量；ｅ不属于大姓为参考变量；ＶＩＦ为共线性诊断统计量，０＜ＶＩＦ＜１０时，说明模型中的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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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有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一事一议、项目制对参与意愿的影响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Ｗａｌｄ值 ｓｉｇ．

截距１　 ０．５５５　 ３．２４８　 ０．２９　 ０．８６４

截距２　 １．８０６　 ３．２４３　 ０．３１０　 ０．５７８

截距３　 ３．４０４　 ３．２５５　 １．０９４　 ０．２９６

截距４　 ６．３７１　 ３．２９９　 ３．７２８　 ０．０５３

制度认知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ａ ０．９２５＊＊ ０．４５１　 ４．２１０　 ０．０４０＊＊

国家项目ａ －０．１７０　 ０．４７０　 ０．１３１　 ０．７１７

项目制的模范村ａ －１．２９０＊ ０．６７４　 ３．６６５　 ０．０５６＊

项目制的薄弱村ａ －２．４８０　 ２．４５３　 １．０２２　 ０．３１２

参与上一次村委会选举投票ｂ －０．４１２　 ０．４４９　 ０．８４０　 ０．３５９

个体特征

性别ｃ －０．７２７　 ０．４９１　 ２．１９３　 ０．１３９

年龄 ９．７２３Ｅ－００７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文化程度 ０．０９１　 ０．１８６　 ０．２３９　 ０．６２５

是否党员ｄ　 ０．３６３　 ０．７１４　 ０．２５８　 ０．６１２

家庭特征

是否属于大姓ｅ　 １．０９２＊＊ ０．５５６　 ３．８５８　 ０．０５０＊＊

个人月消费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４　 ０．９０７

家庭月消费 ０．０００　 ８．４７１Ｅ－００５　 ２．２９９　 ０．１２９

社会态度

对村庄公共物品满意度 －０．１４５　 ０．２３４　 ０．３８４　 ０．５３６

对邻居的信任程度 ０．１３２　 ０．２７９　 ０．２２３　 ０．６３７

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 －０．３１１　 ０．２５６　 １．４８０　 ０．２２４

模型Ｐ值 ０．００３

卡方 ９９．５４３

　　注：＃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ａ是＝１，否＝０；ｂ未参与投票为参考变量；ｃ女性为参考变量；ｄ非党员为参

考变量；ｅ不属于大姓为参考变量。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整体模型显著，对所有解释变量的多重共线性诊断显示，ＶＩＦ值处于０～１０
之间，说明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回归分析①结果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在控制了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经济水平、公共物品满意度与社会信任等个体、家庭
特征和社会态度多项变量之后，我们的主要预测变量制度认知对人们的公共物品供给参与意愿具有
显著影响。具体来看，本项研究所考察的三大制度认知中，只有民主选举制度认知对人们的公共物
品参与意愿没有显著影响，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和项目制度的认知情况对人们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参
与意愿都有显著影响，且从标准回归系数来看，两者的影响程度差不多 （标准回归系数分别为０．２１７
与－０．２０７）；但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认知与人们参与意愿之间为正相关关系，项目制制度认知与
人们参与意愿之间为负相关关系。具体而言，第一，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认知对人们的参与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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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因回归分析的因变量 “公共物品供给参与意愿”分为五个程度等级，具有序列变量特征。我们在表４中提供了有序回归分析模
型，对此回归分析模型进行稳健型检验。有序回归分析模型结果显示，通过稳健型检验，除了具体的指标数值不同，有序回归
分析结果与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一致：所有自变量中，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制度认知以及 “归属大姓”三大因素对因变
量具有显著性影响。



具有显著积极影响，即认为自己所在村庄有实施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的人在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中
的参与意愿更高。第二，项目制度认知对人们参与意愿的影响较为复杂：如果人们认为村庄只有国
家专项资金支持的项目，对其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参与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如果人们认为所在村庄
是国家专项资金重点支持的新村建设薄弱村，对其参与意愿也没有显著影响；但如果人们认为所在
村庄是国家专项资金重点支持的新村建设模范村，就会对他们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参与意愿具有显
著负向影响，即相对于其他非模范村，当人们认为所在村庄是被国家专项资金重点支持的模范村时，
他们在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中参与捐资或投入义务工的意愿反而会降低。
如何理解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认知对人们的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而模范村项目制度认知

所带来的却是负向影响？或许制度合法性理论与政府财政支持所带来的挤出效应可以给我们一定的

启发。制度合法性理论认为，制度的规制、道德规范与文化认知要素均可增加一项制度的合法性水
平，由此促进该项制度的有效实施。① 一事一议制度本质上是有关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的民主协商制
度，这项制度的实施及其认知，提升了公共物品供给的合法性，提高了人们的参与意愿。关于一事
一议制度何以促进人们的公共参与，新近有研究认为是一事一议制度的民主化决策有利于提高人们
的公共参与；② 有研究认为原因在于制度所蕴含的公权力对人们的行动具有约束力；③ 还有研究认为
一事一议制度作为村庄公共物品供给基本制度，只有在政府财政奖补的情况下，才能有效促进村民
的公共参与。④ 但截至目前，还没有研究从制度认知的视角进行研究讨论。正如有研究指出，在熟人
社会的村庄里，人们在公共物品参与中既非纯粹的搭便车者，也非纯粹的合作者，而是在重复博弈
中成为有条件的合作者。⑤ “有条件的合作者”即预设了人们会根据自己对公共物品供给的组织者、
参与者以及相关制度的认知来调整自己是否合作参与供给。我们在这里首次运用相关定量数据论证
了这一预设。此外，已有研究认为，政府的财政支持对农户参与公共物品供给的效应可以分成三类，
即引致效应、挤出效应和汲水效应。⑥ 在本研究中，或可解释为模范村项目制度认知给村民带来的是
挤出效应：一方面，国家资金重点支持模范村，政府供给代替了农户的自我供给，使得政府公共投
资排挤了农户供给，降低了人们的参与意愿；另一方面，政府公共投资的增加使得人们对政府供给
的依赖性增加，从而降低了人们的参与意愿。
其次，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经济水平、公共物品满意度与社会信任等个体、家庭特征和社

会态度多项变量，大部分对人们的公共物品参与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只有家庭特征中的 “所属姓氏
属于村庄大姓”一项对人们的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根据以往的研究，我们可以将该项变量视
为宗族因素或社会资本因素，这就不难理解其对公共物品参与意愿的显著影响了。宗族制度是中国
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在大多数村庄，以传统伦理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在村庄治理结构中仍
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我们所调研的福建省，宗族因素的存在更为普遍。莫里斯·弗里德曼在研究
了中国东南地区的宗族情况后指出：“几乎在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几个紧密相连的村落构成乡村社会
的基本单位。氏族通常只是村落的一个部分。但是在福建和广东两省，宗族和村落明显地重叠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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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以至许多村落只有单个宗族。”① 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村民之间的血缘关系起着极为重
要的作用，村民之间的互动多集中于宗族范围内。相对于村庄层面的 “半熟人社会”，宗族内部则构
成完整意义上的 “熟人社会”。② “熟人社会”中充满了高密度的社会信任与互惠规范，以及有效的信
息传播，都有利于促进人们参与公共物品供给。③

四、结论与启发

提供良好的村庄公共物品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障。税费改革之后，国家主要通过一事
一议制度以及项目化运作等制度安排，力图改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情况。但国家资金不可能包揽全
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农户仍然是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的主要主体，村庄内部的组织能力以及农户的
参与意愿对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始终至关重要。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发现已有研究主要从个体与制
度层面探讨影响人们公共物品参与意愿的各项因素，鲜有研究同时结合个体与制度因素，研究人们
的制度认知是否会影响其参与意愿。基于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制度合法性理论，本项研究通过随机概
率抽样，对福建省莆田市、福州市等４０个村庄的４００户农户开展问卷调查，研究一事一议财政奖补
和项目制等制度安排背景下人们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参与意愿问题，并试图论证制度认知对人
们公共物品参与意愿的影响。对定量数据的描述性统计与回归分析，主要可作以下几点讨论：
第一，我们所调查的样本中，人们对公共物品供给的参与意愿水平处于中等水平。既有研究认

为，农户常常认为政府是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主体，因此他们参与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的意愿普遍偏
低。④ 而本项关于福建省两市的研究所得到的结论相对乐观，人们参与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的意愿处于
中等偏上水平。
第二，总体而言，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水平、公共物品满意度、社会信任等各项

个体、家庭特征以及社会态度，对人们在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参与意愿都没有显著影响。不过，
在福建农村地区，宗族因素不仅普遍存在，而且对人们的参与意愿有着重要、不可忽视的显著正向
影响。人们常常预设各项个体特征和社会态度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公共参与，但正如我们的研究
结果以及以往一些研究结果所表明的，个体特征 （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对其公共物品供给参
与意愿没有显著影响，⑤ 其中或许存在宗族、制度认知等中介因素的影响，对此我们还需要作进一步
的实证研究。
第三，通过回归分析，我们论证了制度认知对人们在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参与意愿具有显著

影响。民主选举制度认知对人们的参与意愿的影响不明显，但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和项目制度认知均
对人们的参与意愿具有显著性影响。可见，人们对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的认知超越其民主协商、
财政补给的内涵。具体是何种认知带来了合法性，值得我们通过今后的研究作进一步探讨。⑥ 目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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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已运用同一时期福建和北京调研数据的比较分析以及个案质性研究，进行了部分讨论。参见温莹莹：《制度
认知合法性与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研究》，《宁夏社会科学》２０２０年第４期，第１２３～１３２页；温莹莹：《国家—社会关系视阈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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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页。



知的是，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认知所带来的合法性可以提升人们的参与意愿；项目制度认知则由
于挤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人们的参与意愿。
上述研究发现给予我们一定的启示：在中国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不仅与其相关的各项制度

安排会影响人们的参与意愿，而且人们对制度的认知情况也会对其参与意愿带来显著影响。不过，
由于定量研究的局限，本项研究对制度认知的概念操作化相对简单，未能涵盖制度认知的所有内涵。
根据新制度主义理论，制度认知是制度的合法性机制基础。在文化视角下，制度认知不仅在于语义
符号层面，更包含主观的信念、被感知的外在于个体行动者的符号系统以及嵌入性的制度化行为
等。① 新制度主义认为，认知是外部世界刺激与个人机体反应的中介，“在这种认知范式中，作为被
创造者的人的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是此人对其环境的内在表象的一个函数”。② 同时，以往研究
发现，人们会在日常互动中累积经验，并在互动中使用一套标准话语来交换信息，形成人们对制度
合法性的积极认知。在今后的研究与具体实践中，我们不能仅停留在对公共物品供给相关制度的设
计层面，更重要的是要持续关注人们的制度认知问题。制度认知是影响一项制度实施效果的重要因
素，引导人们对相关制度安排形成积极、有意义的认知，才能更好地构建公共物品供给的长效机制。

（责任编辑：陈涛　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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